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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回归何以可能？村社合一型合作社

发展集体经济的逻辑*

赵 黎

摘要：发展合作经济与集体经济对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结构-行动关系下的

新制度主义分析框架，探寻村社合一型合作社发展集体经济的制度逻辑与实践逻辑。本文认为，村社

合一型合作社发展集体经济是在一定的社会结构和制度情境下，集体经济组织与合作经济组织相互融

合与嵌入的发展过程。制度性建构机制、理性化选择机制和模仿性扩散机制，既形塑了集体经济组织

与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动运行中村社合一型合作社发展集体经济的生成路径、演化空间与组织边界，也

使其实践发展面临需要克服的困境。在新的时代背景与社会条件下，村社合一型合作社发展集体经济

需要进一步调整国家、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通过进一步拓展市场机制的运作空间，健全社群

合作机制，完善行动者之间的沟通交流机制，可以为村社合一型合作社发展集体经济提供更为广阔的

实践空间，这有助于在促进国家与乡村社会良好互动的过程中实现集体回归。

关键词：集体经济 合作经济 村社合一型合作社 新制度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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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从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总体性社会”逐步向“国家—市场—社会”转型过程中，计划经济

时期的农村经济组织体系丧失其经济社会基础，以各类农民合作社为代表的新的农村经济组织得到发

展。随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及其相关政策的日益优化，在国家政策机制与制度资源的支持下，集体经

济组织与合作经济组织成为重要的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也成为完善和发展乡村治理组织体系的

纽带。在发展集体经济的时代潮流下，村社合一型合作社发展集体经济成为一种广为接受的实践行动。

村社合一型合作社发展集体经济指的是村集体利用其组织资源，以土地、厂房、农业基础设施、

资金等集体所有资产为基础，采用一定的组织形式行使集体所有资产的经营管理权，实现集体及其成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农民合作社参与农村社会治理的实现机制和路径研究”（编号：19BJY146）和中

国社会科学院国情调研重大项目“健全完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运行机制调研”（编号：GQZD2023006）的阶段性成果。

匿名审稿专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特此致谢。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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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的创收或增收。从实践发展看，大体上可将其分为直接经营和委托经营两种类型。直接经营的组织

形式体现为村“两委”或村党组织领办农民专业合作社或者股份经济合作社，由合作社为其成员提供

产前、产中和产后农业生产性服务和其他服务，或承接政府公益类服务项目，以此增强村集体再分配

能力；委托经营则是指村集体以集体经济组织的名义，利用它从农户手里流入的归属于农户的土地经

营权，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农业经营主体或其他市场主体开展合作，以此增加村集体及其成员的收入。

这是两种不同的发展路径，前者是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融合，而后者是集体经济组织与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合作。

推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融合与合作对推进乡村社会再组织化具有积极的实践

意义。张晓山（2009）在探讨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趋势时，提出“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农村社区组织将

会更多地碰撞、交错和融合到一起”。不过，关注这两类农村经济组织的学者对此并未有太多交锋（徐

旭初，2012），现有研究仍大多集中在这两类经济组织相互独立的分析视域中。尽管现有研究较为详

实地展现了两类组织各自的发展特点与运行机制，但将两类经济组织结合起来开展研究的理论文献仍

然较少（尹翠娟、任大鹏，2021）。即使是对这两类经济组织的比较研究，也大多局限于合作社的经

典原则，从组织理念、组织形态、运作机制、发展方向等方面，探讨集体经济组织与合作经济组织的

性质与关系（苏志豪等，2021；赵意焕，2021）。另一方面，少数研究提供了村社合一型合作社发展

集体经济的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例如，郭晓鸣和张耀文（2022）借鉴共建共享共治的社会治理理论，

探讨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专业合作社融合发展的应然样态，针对两类主体融合发展实践中的不

足提出了相应的完善措施。孔祥智（2021）分析了罗虚代尔式专业合作社和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逐渐

吸收了罗虚代尔原则的股份经济合作社两条路径，认为两条路径逐渐融合的基本方向符合罗虚代尔原

则。高海（2021）讨论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员资格、出资入股、收益分配等方

面的问题，认为以党组织领办合作社为载体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入股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融合机制，是

推动两类经济组织健康发展的有效路径。于福波和张应良（2021）以山东和贵州两家典型合作社为例，

运用探索性案例研究方法，探讨了党支部领办、联村党委领办两类村级基层党组织领办型合作社的运

行机理与治理效应，提出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具有解决农村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双重效果。

总体而言，现有研究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融合机理以及融合的实现方式的研

究仍显不足（郭晓鸣、张耀文，2022），对两类经济组织合作发展的动态演化仍然缺少总体性的理论

检视，也更鲜有深入挖掘其实践路径形成的动力机制。对此，笔者认为，如果不仅是在政策层面看待

两类经济组织的融合与合作，而是将其视为促进新时期中国农村社会治理转型的重大社会实践，这可

以在某种程度上推动这项研究的深入。在将村社合一型合作社定位为政策期许下的集体经济组织与合

作经济组织的扩展外，既需将此视为一种由动态历史进程所塑造的组织形态，还需考察它在发展集体

经济的实践中所具有的治理意蕴。合作社作为全球性的概念与实践（Gijselinckx et al.，2014；Michie et

al.，2017），它从来都不是一种孤立存在的制度安排，而是深深地嵌入整个社会系统与当地社区系统

中，而且这种嵌入与制度生成、运行和演变以及主体的行为方式紧密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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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两类经济组织的互嵌与融合已发展成为促进合作社类型转换的制度化实践，也已成为连接基

层社会的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的重要力量，本文立足于村社合一型合作社发展集体经济的实践，采用

结构-行动关系下的新制度主义分析框架，将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专业合作社连接起来，试图探寻村社

合一型合作社发展集体经济的内在逻辑。探究形塑村社合一型合作社发展集体经济的生成路径和演化

空间的组织与制度因素，可以加深人们对中国农民合作社制度实践的理解与认知，为观察中国农民合

作社参与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二、村社合一型合作社发展集体经济的制度性建构

马克斯·韦伯在比较分析法律、组织和经济行为时，提出行动理性与选择应当在特定的社会和历

史时代的制度框架内理解
①
。随着中国农民合作社的制度环境、资源条件和发展空间发生变化，村社

合一型合作社发展集体经济的行动情境与社会结构体现出“背景限定”的理性逻辑（Context-bound

rationality）（Nee andAlba，2013）②
。这一理性逻辑是由制度和社会结构体系支持、激励和指导的社

会行动，行动者在此体系中开展日常交易与其他活动（Greif，2006），而这种理性逻辑是通过制度性

建构机制来实现的。具体而言，政策支持机制、项目制实施机制和法律规则为村社合一型合作社发展

集体经济提供了权威性资源、配置性资源和规范性资源，进而影响了组织及其成员的实践行动。

（一）村社合一型合作社发展集体经济的政策支持机制

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村经济社会条件发生变化，农民合作社应运而生，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走上了改革之路。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不仅激发了农户的生产经营活力，促进了农村市场

交易，而且提出了建立明晰的产权制度的要求（宋洪远、高强，2015）。一方面，为适应生产专业化、

社会化的需要，在政府政策的引导和支持下，在农村专业户、重点户等主体成立的多种形式的经济联

合体到专业技术协会的发展过程中，农民合作社的组织机制与制度安排不断更新，并且在不同时期表

现出介于经典合作社模式与股份制企业模式之间的特征（杜吟棠、潘劲，2000）。这种发展实践在多

次引发社会各界关于合作社多样性与规范性的矛盾的争论的同时，也深化了人们对股份合作制的理解

与认识。另一方面，上世纪 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一些地区开始推行以股份合作制为主要形式的农村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以此解决集体企业产权不清及由此带来的财产关系、管理方式和分配方式等方面

的问题。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农村发展领域，“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成为农村发

展政策的一个关键词，也成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主题。股份合作制体现的劳动联合与资本联合

①
有新制度主义学者提出，马克斯·韦伯的研究为新制度主义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可以卓有成效地运用于新制

度主义研究（Hamilton andFeenstra，1998）。

②
提出“背景限定”理性选择理论的新制度主义学者认为，在新制度主义的理性选择理论框架内，由Becker（1976）使

用并由Coleman（1990）扩展到社会学的理性选择理论是一种“窄化”的概念。而“背景限定”的理性选择理论是一种

基于“厚重”理性观的假设。这种理性观嵌入持续的关系和制度结构中，强调行动者需要根据嵌入在制度环境中的成本

与收益做出选择（Nee andAlba，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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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混合所有制的特点，是社区型合作社制度安排的产权基础。实际上，当下体现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各自特征的社区型合作社发展模式的制度起源，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
①
。

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政策的实施赋予了农民合作社新的角色与功能。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和基

层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的推进，201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农民合作社是“带动农户进入市场的基本主

体”“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新型实体”以及“创新农村社会管理的有效载体”，提出“切实加强以党

组织为核心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同时，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中的治理内涵也得到深化和扩展。

201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创新基层管理服务。近年来，全国各地根据 2016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中提出的目标，通过推动资源

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三变改革”，发展多种产业组织，不断探索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的创新形式。上述政策背景为村社合一型合作社发展集体经济的实践提供了自主性空间与正当性支持。

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动机制使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在短时期内得以迅速推进，股份经济合作社、

社区股份合作社、经济合作社等成为新时代条件下的集体经济组织的表现形式。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的背景下，村党组织在农村基层组织体系中的核心作用得到强化
②
。根据《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

条例》的规定，村党组织书记应当通过法定程序担任村民委员会主任和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经济

组织负责人。在党和国家政策的引导下，为发展集体经济、重建乡村社会，山东、四川、贵州、陕西

等省份开展了以基层党建为统领，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将村党组织的政治优势转化为合作社的经济

发展优势的实践探索（王勇，2021；尹翠娟、任大鹏，2021；于福波、张应良，2021）。

（二）村社合一型合作社发展集体经济的项目制实施机制

中国公共财政体制中自上而下的财政资金再分配制度，使“项目治国”的治理模式得以形成。“项

目制”的出现既是分税制改革的产物，也是既有国家体制的支配性结构的基础（渠敬东，2012）。在

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大政府”时代（焦长权，2019），国家强化了选择性再分配体系，全国多数地区

的基层政府在财政上高度依赖上级政府的专项资金和转移支付。

在一定程度上，项目制的运作逻辑催生出政府的项目制度化行动。在项目“发包”过程中，各级

政府既调动项目规划、组织动员、管理监督、评估考核等方面的权威性资源，也调动财政拨款、人员

分工、项目分配等支配性资源，以此传导政策偏好中的管理意志。在自上而下的财政资金再分配制度

中，上级政府将合作社这一组织形式作为最基本的甄别依据之一，以此推动合作社积极嵌入制度环境，

并将制度建设与组织形式选择作为获取政府资源的“门道”（熊万胜，2009）。在某种程度上，村社

合一型合作社发展集体经济的兴起是政府财政资金扶持方向转变的产物。《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实施

①
为完善统一经营和分散经营相结合的体制，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提出了建设“地区性

合作经济组织”和“各种专业合作经济组织”；1987年中共中央《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提出构建“与专业合作社不同”

的、“具有社区性、综合性特点”的“乡、村合作组织”。

②
例如，2018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发挥村党组织对集体经济组织的领导核心作

用”“全面向贫困村、软弱涣散村和集体经济薄弱村党组织派出第一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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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财政资金扶持的重点是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
①
。农民专业合作社出现“异化”后，各级财政扶

持方向逐渐倾向于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建设
②
。为把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

济作为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的重要举措
③
，财政资金扶持的重点开始向村党组织领办

型合作社转移。村党组织领办型合作社的运行通常依托通过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设立的（股份）经

济合作社等社区型合作社或农民专业合作社，这即上文所说的村社合一型合作社发展集体经济中的直

接经营。扶持这类经济组织实施的集体经济发展项目，其目的在于激发村集体的内生动力，为农村基

层社会治理提供保障。可以说，财政资金扶持重点的转变，体现了乡村振兴背景下国家与社会对村集

体的理想角色的期许，而这又进一步推动了村社合一型合作社发展集体经济的实践。

在项目“打包”过程中，各级政府不断加大资金扶持力度，引导支农、扶贫、产业等各类项目资

金向村级集体经济发展项目倾斜，由此形成了大量集体经营性资产。而在实施精准扶贫战略的背景下，

发展村级集体经济成为脱贫攻坚的有效途径。各地区统筹整合各类资产和资源，利用集体积累资金、

政府帮扶资金等各类资金，在产业项目扶持、税收减免、用地规划等各项政策措施的支持下，采取企

业参股、村村合作、村企联建等多种形式，拓宽了集体经济组织的收入渠道。村集体聚合农村综合改

革、美丽乡村建设、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实施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等财政下乡资源，以“村社合

一”的组织方式将村民组织起来，以村社合一型合作社承接各级政府下拨的公共资源，为提高财政资

金的使用效率，增强村庄的治理能力提供了一种可能。

（三）村社合一型合作社发展集体经济的法律规则

为适应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行，这为中国农民

合作社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进一步确认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市

场主体地位。另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集体经济组织与村委会合二为一的历史发展路径导致集体经

济组织职能模糊、集体产权不清。集体经济组织的主体属性与法律地位制约了其有效参与市场交易的

可能。《民法典》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归入特别法人类别，而《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并未规定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市场主体地位。在实践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大多依照部门规范性文件在县级农业

农村部门完成登记赋码。由于农业农村部门登记赋码与国家企业信息信用公示系统尚未对接，集体经

①
例如，2008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提出，“各级

财政要继续加大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可以申请承担国家的有关涉农项目”。

②
例如，2010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提出，“壮大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力，为农民提供多种有效服务”，以及“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深入推进示范社建设行动，对

服务能力强、民主管理好的合作社给予补助”。

③
例如，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坚持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正确方向，发挥

村党组织对集体经济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2019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

的若干意见》提出，“把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作为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作用的重要举措，加大政策扶持和统筹推

进力度，因地制宜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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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组织在工商注册、银行开户、申领税务发票等方面受到了限制。由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参与市场

交易时，其市场交易能力与市场竞争能力受到影响，寻求与其他主体合作成为其参与市场交易的一种

选择。

不同于资源禀赋和自然条件较好、集体经营性资产较多地区设立集体资产管理公司、以股份经济

合作社为发起人设立公司或实现股份经济合作社的公司化改造，在不具备区位优势、资源禀赋较差、

集体经营性资产占比较低、市场化项目相对较少或以传统农业产业为主的地区，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

民专业合作社的合作呈现出不同的组织互补的实践模式。这既可以体现为集体经济组织通过投资或入

股到实力较强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也可以体现为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合作发展乡村旅游、

特色农业等产业，还可以体现为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发起人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或其他类型合作社
①
，

等等。也许可以说，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法律规制没有“决定”村社合一型合

作社发展集体经济的路径，但它为村集体采取某些行动策略以摆脱集体经济发展困境提供了行动空间。

三、村社合一型合作社发展集体经济的技术性结构

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实践中的融合与合作，是社会系统结构与行动者的认知和实践

相互作用的结果。上文分析了与研究主题相关的社会系统结构中的制度性结构，以此阐明推动组织变

革的外在制度性要求。另一方面，社会系统中的不同组织会出于自身发展需求或寻求发展的正当性而

遵循效率逻辑和合法性逻辑，做出相应的理性选择或模仿他人行动，因此还需要分析社会系统结构中

的技术性结构，以此阐明影响组织发展的内在技术性要求。村社合一型合作社发展集体经济的技术性

结构主要体现为理性化选择机制和模仿性扩散机制两个方面。这是村社合一型合作社发展集体经济的

重要内生动力。

（一）理性化选择机制

结构功能分析和社会行动理论学派认为，制度理论需要将个体行动者的理性行为与选择纳入其分

析（Parsons，1949；Merton，1968）。从新制度主义理论视角看，在组织结构变迁早期，场域内的行

动者多出于提高运行绩效等内在需求而寻求制度突破或创新的可能（Meyer and Rowan，1977）。在这

个意义上说，村社合一型合作社发展集体经济的路径正是为了弥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专业合作

社的不足而作出的理性选择。这是一种组织理性化的实践逻辑
②
。例如，高海（2021）提出，村党支

部领办合作社是集体经济组织与合作经济组织取长补短、融合发展的有效载体。王勇（2021）的分析

表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专业合作社融合与合作是出于村集体经济发展与合作社提质增效的客

观要求。组织同构与治理嵌入，一方面解决了农民合作社发展不规范和实力较弱等问题，另一方面壮

大了村集体经济，重构了农村社区利益共同体、组织共同体和生活共同体，还增加了农村人才储备，

①
尹翠娟和任大鹏（2021）将上述三种融合与合作的方式总结为专业带动型、平等合作型和集体领导型。

②
从“背景限定”理性选择来说，这种理性化的实践逻辑是一种完全遵循有限理性的“窄化意义上”的理性选择（Nee and

Alba，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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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增强乡村治理效能。这两类经济组织的融合与合作在实现资源有效整合的同时，也

为当地社区提供了更多的社会服务，进而推动合作社模式从专业化、单一化向综合化、多元化转型。

在此转型过程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专业合作社体现出不同面向的行动理性。

1.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持续发展的需求。各地区因地制宜，基于其资源禀赋开展村社合一型合作

社发展集体经济、重建乡村社会的实践探索。然而，具有历史传承性和地域性等特征的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以一种特别组织体的形式存在于生产生活中。一方面，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服务成员这一设立目的

使其具有地域性及成员封闭性的特征，而这不利于股权的社会化和资本化，难以实现资本重组和资源

优化配置，也与现代企业开放性成长和城乡融合发展的要求相冲突。另一方面，总体上来看，当前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经营模式主要是租赁物业，集体经济主要是一种物业经济，依托生产性产业经济发

展模式的经营性资产占比不高，村集体经营收益不构成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主要收益来源。2020年，村

集体经营收益只占本年收益的 44.0%，占当年可分配收益的 26.9%①
。农村集体经济更多依赖政府奖补

等财政支持和转移支付。集体经济组织缺乏比较稳定的经营收入来源，这弱化了村庄公共物品供给和

基层治理能力。依托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开拓新的经营方式和服务领域。农民专

业合作社的加入，可以提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产业经济的能力和持续经营的能力。农民专业合作

社的产业网络与社会网络，丰富了村庄的社会资本，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提供了内生性动力和多

样化选择。由于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具有社区嵌入性，两类组织成员的相互融合可以弥补农民组织化

程度低下所带来的基层组织动员能力不足的问题，促进社区内部社会资本的流动与重组，扭转农村基

层社会村落个体化、分散化与过疏化的治理困境。

2.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合法性危机和功能转型的压力。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是农民自主选择的结

果，它与罗虚代尔模式基本契合（孔祥智，2021）。与此同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遭遇了合法性

危机和功能转型的压力。在合法性危机方面，已有研究通过观察中国农民合作社“失范”现象，大多

认为合作社已经异化为由精英俘获的组织，因“名实分离”而成为“空壳社”“翻牌社”“假合作社”。

曾经被寄予“将小农户组织起来”厚望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未能实现其预期。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合作广

度有限、合作深度不够、组织运行不规范等缺陷，是形成农民去组织化的一个原因（吴重庆、张慧鹏，

2018）。因此，有学者认为，与以企业、市场为载体的农业组织化形式相比，以村集体为基础的农业

组织化具有农业组织化载体的公共性、农业组织化动力的内生性和利益联结机制的非契约性等显著特

征（潘璐，2021）。

随着技术变迁与农村产业的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面临新的发展环境而需要实现功能转型。一方

面，互联网和数字技术正在加速向农业农村领域延伸，在农业技术推广、市场信息服务、产品营销渠

道等方面提供了新的获取平台与解决思路。在网络时代，农业生产经营者以及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

①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农村政策与改革统计年报（2020年）》的统计数据计算所得。根据统计口径，经营收益指村集

体经济组织经营收入、发包和上交收入以及投资收益之和，减去经营支出和管理费用后的差额。参考农业农村部政策与

改革司：《中国农村政策与改革统计年报（2020年）》，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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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使用者可以利用互联网技术获取市场信息，寻求技术支持，管理生产种植，安排产品流通，开展网

络销售。传统农业产业经济时代的合作经济组织形态所能发挥的作用，正在变得越来越无足轻重。另

一方面，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过程中，农业产业链不断延伸，产业功能不断提升。在产业结

构调整和产业有效融合的发展逻辑下，大量新产业、新业态和新的商业模式不断涌现。随着三产融合

的发展，传统意义上以生产合作为纽带的合作社逐步向以生产为基础外加其他服务功能的合作组织转

型，合作社承担了提供休闲、观光、旅游等服务的新功能，这促进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功能转型与组

织重塑（李博、高强，2021）。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功能转型与组织重塑也推动了其成员的转型。苑

鹏和罗千峰（2022）通过观察青海的一个纯牧业村后发现，村经济股份合作社和生态畜牧业合作社合

二为一建设社区型生产合作社，可以成为引导牧民实现从“自然人”转型为参与社会化分工的“职业

人”的有效组织。

简而言之，村社合一型合作社发展集体经济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专业合作社面临新的发展

空间而做出的理性选择。一方面，村社合一型合作社利用市场机制激发了个体农户的生产积极性，使

农户自我激励机制的建立成为可能。另一方面，村社合一型合作社利用传统社区的社会资本，整合社

区资源，凝聚社区力量，组织农民建立农产品公共服务供给体系（黄宗智，2019）。而就笔者近年来

的观察来看，村社合一型合作社发展集体经济已不再局限于提供与农产品供给相关的公共服务。对此，

一个更好的表达可能是村社合一型合作社在发展集体经济的过程中“形成了具有社区面向的公共服务

供给体系”。建立具有社区面向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既是发展集体经济的应然之义，也是乡村治理

体系建设的内在要求。

（二）模仿性扩散机制

在一个组织网络中，一旦从事同样业务活动的差异性组织结构化为一个事实上的场域，随之会出

现一股强大的力量推动制度性同构，从而弱化组织之间的差异性（Dimaggio and Powell，1983）。这

股推动性力量既可能源于强制性权威，也可能源于环境的不确定性（Cyert andMarch，1963）。这两

种推力都会导致组织模仿行为的形成。通过模仿场域或网络中占主导地位的其他行动者的组织形态和

实践模式，组织场域的结构化过程得以推进。就村社合一型合作社发展集体经济而言，国家权威与强

制性同构的压力和环境应对与规范性同构的推力同时存在。

1.国家权威与强制性同构的压力。在一些情况下，组织变革是对政府法令的直接回应（Dimaggio and

Powell，1983）。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

是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部署。在此背景下，全国各地通过农村“三变”改革，

探索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创新形式和发展集体经济的有效途径。这一发展模式以发端于贵州六盘水市

的农村“三变”改革为典型。在改革实践中，六盘水市把农村集体所有的各种经营性资产和非经营性

资产、未分配到户的耕地、山地、林地、水面等资源性资产，以及除补贴、救济、应急类之外的财政

投入的发展资金，一并投入到合作社或其他经济组织，形成村集体和农户持有股份、按股分享收益的

发展格局。其他地区借鉴这一改革经验推动“三变”改革。这一自下而上的改革模式从地方经验转化

为国家政策，成为深化农村改革的一个重点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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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建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的治理结构，各地区普遍借鉴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设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大会或成员代

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的“三会”组织架构。这种强制性同构的力量，为以村社为基础的合作社建

构新的治理机制提供了“政治机器的生产力”（Berstein，1981），也为村社合一型合作社发展集体经

济模式的扩散提供了可以遵循的组织形式
①
。在多数情况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专业合作社融

合与合作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主要负责人合

二为一；二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与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重叠；三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的

集体资产入股农民专业合作社（高海，2021）。

2.环境应对与规范性同构的推力。组织模仿行为还可能是对环境不确定性做出的反应。在面对模

糊的组织目标、难以理解的组织技术等情形时，组织倾向于模仿本领域中更具合法性或者更成功的相

似组织（March andOlson，1976）。一种广为认可的村社合一型合作社制度实践规范有待形成。由于

对已有实践的模仿行为具有节省行动成本的优势（Kimberly，1980），发展路径较为模糊的新的合作

社会积极寻求网络中能够加以模仿的组织原型。正如上文分析所表明，当早期的村社合一型合作社发

展集体经济模式兴起时，其组织行为往往是基于组织内在发展需求而做出的理性决策。但随着典型的

树立、媒体的报道、精英的倡议以及资源的倾斜等因素的影响不断扩散，组织网络或者场域内的其他

组织会逐渐缩小其行为选择的范围，而更倾向于追随、模仿已成为典型的组织形态
②
。越是网络中的

领先者，它在模仿其他成功的组织形态转型方面的压力就越大。具有股份合作社或专业合作社发展基

础的地区，同样在理性逻辑的驱使下，更有可能学习考察试点地区的经验，以此为本地区的合作社建

设提供参考和借鉴。在项目制运作逻辑下，通过“典型”和“示范”的组织行为，地方各级政府之间

和村级组织之间为争取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展开竞争。在这样的组织场域中，具有“典型”和“示范”

意义的村社合一型合作社发展集体经济模式逐渐扩散为一种结构化模式。

四、村社合一型合作社发展集体经济的实践困境

无论是为推动组织变革而实施的制度性建构，还是为遵循效率逻辑和合法性逻辑做出理性选择或

模仿行动而形成的技术性结构，都为村社合一型合作社发展集体经济提供了外在的制度支持和内生的

动力机制。然而，问题的另一方面是，村社合一型合作社的发展实践仍然面临尚待突破的发展瓶颈。

其中，社会系统结构与地方社区结构的融合，合作社治理机制中的代理人与专业人才、自治与绩效等

方面的问题尤为突出。

①
这一实践逻辑在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时期多有体现。例如，政策文本对合作社标准化生产、专业化经营、市场化运作、

规范化管理、开展示范社建设行动等方面的界定。

②
例如，对山东、贵州、四川、陕西等地区的行动者模仿，媒体已多有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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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度性建构可能导致社会系统结构与地方社区结构断层

为遵从政治中的理性主义逻辑（Oakeschott，1962），以技术化和规范化为主要特征的技术知识借

助一系列制度和规则，构建出限定村社合一型合作社产生与发展的制度背景。项目制的理性化、技术

化治理特征与一个强激励的政府治理体制相结合，二者弊端交相为用（焦长权，2019）①
。政府对村

社合一型合作社发展集体经济的制度化建构可能造成社会系统结构与地方社区结构不能相互融合，进

而给社区整合带来负面影响。这在发展实践中主要体现在资源困境和治理困境两个方面。

1.资源困境。以村党组织或联村党组织领办为主要特征的村社合一型合作社大多采取自上而下的

方式。然而，实践一旦忽视了产业环境、资源禀赋等当地场域条件，则容易催生出“空壳社”和“僵

尸社”（于福波、张应良，2021），这既浪费了有限的财政资源与“本土”资源，由此还可能产生债

务问题，增加政府和农民的负担。在项目制治理逻辑下，基层政府为了完成各种任务，倾向于与典范

型村集体合作。由于典范型村集体往往是已经“呈现”出一定经济、社会效益的村社，自上而下投入

资源的选择性偏好可能会降低公共资源的使用绩效。村社合一型合作社仍然沿用封闭的农村集体产权

结构，不利于提高乡村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叶兴庆，2019）。

2.治理困境。与原有的科层制相互嵌套发生作用的项目制无法摆脱科层制固有的行政法则，项目

制与强激励体制相结合形成的治理机制的技术化除了导致行政成本过高、社会空间发育不足等问题（渠

敬东，2012），也不必然意味着国家对公共需求回应能力的增强（焦长权，2019）。“忽略”地方民

众对公共需求的选择，导致国家投入的配置性资源难以满足地方行动者的整体性需求，从而降低了村

民参与行动的意愿。从村民到股民的转变未能提升集体成员公共参与的积极性（林雪霏、孙华，2021）。

改制后的集体经济组织的多数成员村民抱持搭便车的心理，通过改制来实行统一经营或租赁经营所带

来的收益可能抵不上由此产生的代理成本（谭秋成，2018）。由于集体经济组织具有封闭性和社区性，

其成员的股权不能自由流转；由于收益分配绝对数和相对量较低，其成员参与治理的意愿不高，获得

感不强（魏后凯等，2022）。农民参与意愿不强，说明遵循技术化的治理逻辑兴起的村社合一型合作

社发展集体经济的模式尚未找到有效的发展路径。换言之，治理机制的技术化不仅没有促使国家的财

政资源转换为集体治理资源，反而容易造成治权弱化、集体客体化以及秩序维持的利益化等治理困境

（杨丽新，2022）。

（二）理性化选择需要解决代理人和专业人才的问题

如上文所揭示，村社合一型合作社发展集体经济是行动者理性选择的结果，这一适应实践发展需

要而形成的新的合作社组织形式，能够促进具有社区面向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的建立。然而，实践发

展也表明，具有社区面向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的建立，还需要解决代理人问题与专业人才问题。

①
焦长权（2019）的分析表明，项目制与强激励体制结合之后，规范化、标准化和技术化的治理机制往往只是为强激励

体制的政绩目标披上“程序合法性外衣”，政权机器过度的理性化和技术化可能导致其在体制内“空转”、越来越“悬

浮”于社会和民众之上，而项目制所需要回应的社会和民众的公共需求，则经常被强激励体制的政绩目标所“吸纳”，

造成项目体系与公共需求偏好的严重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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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代理人困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专业合作社融合与合作的发展取向多为理性动机下的利

益平衡，且更多体现为工具理性取向的逻辑。脱胎于“政社合一”体制的农村基层治理模式，多是村

党组织、自治组织和经济组织“三驾马车”形成的一套班子。这一组织架构固然有利于社会整合和社

会动员，节约行政管理成本和组织摩擦成本，但也带来了权力腐败滋生的隐患。由于村社合一型合作

社经营管理的决策往往由村集体一把手行使，其承接的入村项目容易为代理人俘获，这会造成“小官

巨贪”和“干部经济”（陆雷、赵黎，2021）。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核心成员与村“两

委”成员高度重叠，组织运行面临较高的内部人控制风险（丁忠兵，2020）。当组织内部强权或精英

权利过度行使时，普通成员难以参与规则的制定，经营管理者由此可以获得谋利空间。作为经营管理

者，村集体一把手在股权配置和利益分配中的谋利企图加剧了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合作的

不稳定性。村民基于其权利主张，可能会反对两类组织之间的合作，甚至制造合作障碍（尹翠娟、任

大鹏，2021）。当与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是挂牌型合作社或者空壳社，且这类合作社

是财政投入到村的发展类资金的承接主体时，本应惠及全体村民的公共财政资金实际上由部分村民甚

至少数合作社的控制者所享有（崔红志，2017）。

2.人才困境。专业人才不足的问题始终制约着农民合作社的发展。在村庄内部缺乏专业人才、村

庄外部人员难以融入的情况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融合与合作也面临人力资源供

给不足的问题，而这影响了集体经营性资产持续盈利能力和投资能力。由于缺少技术人员和专业知识，

村集体获得政府支农资金和项目后，大多会将项目转包，通过收取手续费、管理费或分成的方式取得

收益。由于缺少专业经营人才支撑，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存在盲目投资的现象（孔祥智、高强，2017）。

（三）模仿性扩散可能对组织自治和绩效造成负面影响

具有“典型”和“示范”意义的村社合一型合作社发展集体经济模式扩散为一种结构化模式后，

村社合一型合作社的自主空间可能受到压缩，绩效评价趋于形式主义，而这又可能对其基于组织内在

发展需求的理性决策造成负面影响。

1.自主性困境。马克斯·韦伯曾经指出，由于官僚制的形式理性已经超越了现代组织生活的界限，

组织结构会因此呈现出持续的同质性趋势，理性化会不断推动非官僚组织的科层官僚化。随着社会治

理体系日趋完善，农村组织开启了其专业化的规范同构路径。一方面，村民委员会和集体经济组织建

立了与上级行政机构类似的组织结构和人员管理制度规范；另一方面，随着农民专业合作社党建工作

的逐步加强，农民基层经济组织与政治组织的机构设置呈现出同构化的趋势。在财政资金再分配制度

不断强化的同时，政府在村社的科层化技术治理也得到强化。在村党组织、村委会和村集体经济组织

“三位一体”的村社组织的职能划分不甚清晰的情形下，集体经济组织的独立性和自主权的削弱在所

难免，与之合作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独立性也会受到影响。

2.绩效困境。由于项目制的运作机制非常容易使政策实施偏离国家的原意而存在“形式主义”倾

向，通过项目制下乡的国家专项转移支付所起的作用较为有限（黄宗智，2019）。在以政府的制度化

行为实施的理性主义政治项目中，非个人化的技术主权往往简化为一套指标体系，而这难以囊括基于

具体地方经验的实践知识（Oakeschott，1962）。这正如在村社合一型合作社发展集体经济实践中，“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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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的合作社”代替了“实体的合作社”。就“实体的合作社”而言，合作社是与合作事业息息相关的

个体行动者的集体行动，他们在共同参与项目的过程中，形成了大量人际交往、社会资本积累等方面

的具体生活经验，个体行动者的因素往往因难以度量而忽略不计。而在“概念的合作社”中，合作社

变成了统计数据，它既可以汇总，也可以比较。“概念的合作社”可以表明行动者完成了多少基础设

施建设或者民生项目，以及其他可以用数字表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而却难以表明组织运行的实

际状况与绩效
①
。如果硬把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壳”套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上面，难免出现漏洞，甚

至捉襟见肘（孔祥智、高强，2017）——而这正是遵循“概念的合作社”的发展逻辑的一种体现。对

此，有学者提出，山东烟台等地的党建型集体经济发展模式有其组织基础和社会基础，但其经验不宜

通过行政方式强硬地植入其他地方，否则只会导致“改革—挂牌”的形式逻辑（叶娟丽、曾红，2022）。

受到制度化建构影响的村社合一型合作社从其组织自身的正当性和稳定性考虑，同时为了实现发

展集体经济的既定目标，会选择遵从制度化的各类“安排”。不过，这种遵从可能诱使其将正式规则

与实际活动相分离，“仪式上”的遵从并不必然带来组织绩效的提高（Meyer andRowan，1977；Dimaggio

and Powell，1983）。典范对非典范的“示范”效应，更多地体现为典范通过或虚或实的仪式性活动获

取各种资源，而典范是否名实相符，并不是非典范模仿它的决定性因素。因此，这种“示范”作用往

往难以符合制度设计者的本意（王敬培等，2014）。鉴于此，目前评判村社合一型合作社发展集体经

济是否会像农民专业合作社“将小农户组织起来”那样出现“名实分离”的制度化后果，似乎为时过

早，而仍然需要在更长的历史时段中去观察。

五、总结与讨论

村社合一型合作社发展集体经济是在一定的社会结构和制度情境下，集体经济组织与合作经济组

织融合与互构的实践。制度性建构机制、理性化选择机制和模仿性扩散机制，是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

专业合作社联动运行的主要机制，三者一同形塑了村社合一型合作社发展集体经济的生成路径、演化

空间与组织边界。另一方面，在新的时代背景与经济社会条件下，村社合一型合作社发展集体经济的

实践探索仍然面临发展瓶颈。在“大政府”时代，国家强化了其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再分配的角色，

而村社合一型合作社发展集体经济为实现集体回归、进而促进国家与乡村社会良性互动提供了一条可

行的途径。笔者认为，通过进一步拓展市场机制的运作空间，健全社群合作机制，完善行动者之间的

沟通交流机制，可以为村社合一型合作社发展集体经济提供更为广阔的发展道路。

首先，进一步拓展市场机制的运作空间。市场机制在集体经济发展中存在内在张力和冲突，从市

场机制借力发展集体经济也存在着制度边界。如何解决市场经济与集体经济的兼容性，是村社合一型

合作社发展集体经济的核心问题。关于集体经济组织法立法，本文认为，立法抱持一种保守主义的智

慧，也许能够更好地促进集体经济组织制度实践的多样性，促进集体经济发展模式的多元化。为促进

①
例如，在解析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数据背后所隐含的问题时，潘劲（2011）提出，应理性判断合作社的发展数据，不

宜放大合作社对农民的实际带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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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统筹发展、要素自由流动，有必要在总结和反思既有实践模式的基础上，进一步探寻市场经济条

件下以村社合一型合作社为组织形式发展集体经济的有效实现方式。通过联合社会资本、发展混合所

有制经济，探索一定地域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其他经济组织联营联建以及跨地域

的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可以在拓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功能、推动集体经济“再市场化”的同时，进一

步拓展村社合一型合作社发展集体经济的市场空间。

其次，健全社群合作机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专业合作社融合与合作发展的实践基本上是

政府主导、基层参与的社会行动。它既不是单一的科层制架构，也不是纯粹的顶层设计的产物，而是

基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组织化行动过程。政府管控组织场域内的权威性资源和配置性资源，使

得村集体程度不同地依附于体制以获取行动资源。不过，另一方面，农村基层社区同样具有其自主性。

为促进村民合作与村落良好社会秩序的形成，增强村民对社区的认同感，项目资源下乡和村集体经济

收入增加固然重要，但如何走向乡村善治，关键在于避免极端现代化意识形态对治理理念的侵蚀，尊

重地方实践中的传统知识与治理需求，将发展集体经济有机嵌入当地社区治理体系中。对此，村社行

动者对合作社文化和村落共同体建构能发挥重要作用。村社行动者通过传播合作事业的技能、知识和

观念，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影响社群共同价值体系的建立。这既是一种为社区赋权的过程，也是激发合

作事业从外生推动型发展走向内源自主型行动的过程。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社员间达成的信任与认同、

建立的规范与参与网络，可以使其成为社区社会资本的创造者。这有助于村社合一型合作社发展成为

具有能动性的行动参与者和社区治理者。

再次，完善行动者之间的沟通交流机制。面对“村落共同体”的衰落，村社合一型合作社发展集

体经济的一个初衷是为提高农村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实现集体回归提供物质基础。然而，社会治理模

式的改善并非通过一次精妙完备的制度设计就可以达成。社会系统互动协商机制是各行动者达成共识

从而实现社会整合与有效治理的必要路径。村域外的系统互动与村域内的沟通交流对完善农村基层社

会治理同样重要。一方面，好的基层组织治理体系是促进社会与国家良好沟通与互动的有效渠道，这

能够影响、改变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和认知，使后者成为实现国家理想和目标的参与者、践行者和推动

者（赵黎，2017）。村社合一型合作社发展集体经济的实践模式能为改善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发挥积极

作用，这既需要合作社作为基层社会的行动者具有反思能力以及自我调适、自我完善的结构，也需要

进一步拓宽村社基层行动者反映治理需求与公共服务诉求的渠道。多维度的沟通交流机制正是实现反

思性与反馈性结构化过程的机制。另一方面，村域内各组织之间通过良好的沟通交流机制，形成既相

互合作又相互监督的乡村治理组织结构，可以保障和促进参与社会治理的两类经济组织与其他治理主

体之间的高效合作，实现不同性质的组织相互兼容和协同发展，进而提高村庄公共事务治理的效率。

“国家—市场—社会”中行动者之间的良好沟通与交流，有助于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从集体出发，在基

于技术理性的治理逻辑与基于实践经验的治理逻辑之间寻求平衡，为建构一种“能动型集体”、实现

发展集体经济的多元化目标创造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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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Bring the Collective Back in? The Logic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llective Economy byVillage Collective-basedCooperatives

ZHAOLi

Abstract: Cooperative economy and collective econom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rural social governance.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institutional logic and practical logic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llective economy using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under the structure-action relationship. The study argue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collective economy by village

collective-based cooperatives is a process of integration and embeddedness of coopera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and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under a certain social structure and institutional context.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mechanism, rational

choice mechanism and imitative diffusion mechanism not only shape the generation path, evolution space and organizational

boundary of the village collective-based cooperatives in the joint operation of farmers’ specialized cooperatives and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to develop the collective economy, but also make their practical development face certain difficulties. In the

new era,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llective economy by village collective-based cooperatives still needs to coordinate the strength of

the state, market and society. By further expanding the operation space of the market, improving community cooperation

mechanism, and enhancing communications and exchanges between agents, more effective practical space can be provide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llective economyby village collective-based cooperatives,which is conducive to bringing the collective back in.

KeyWords:CollectiveEconomy;Cooperative Economy;VillageCollective-basedCooperative;New Institutionalism


